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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时评

个论

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对《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二审。根据
草案规定，“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个人
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商品或服
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应当与提供该
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承担连带责
任”。全国人大法律委有关负责人解
释，这意味着明星代言虚假广告应承担
民事责任。

消法修正案草案中的这一规定，与
今年5月最高法、最高检出台的司法解
释及相关负责人的表态相吻合——明
星代言虚假广告，虽难以被追究刑事责
任，但可能要承担民事责任或者受到行
政处罚。确实，明星具有非同一般的社
会影响力，所以明星代言虚假广告具有
非同一般的社会危害性。眼下明星代
言问题多多，亟须规范，规范手段之一
便是让代言虚假广告的明星承担责
任。只有这样，才能“倒逼”明星大腕们
爱惜自己的“羽毛”，不拿自身信誉为问
题产品背书。

但是，明星代言虚假广告担责并非
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这不仅因为什么
是“虚假广告”缺乏严格界定标准，更重
要的是，代言虚假广告有时并不是明星
的错。

虚假广告不同于违法广告，作为明
星大腕，恐怕极少有人利令智昏为违法
广告代言，也很少有人明知是虚假广告
而代言之。实际上，明星代言最常见的
问题是：这款产品本是正规的合法产
品，这个广告本是正规的合法广告，只
不过，后来该产品爆出质量问题，甚至
被有关部门查处，于是此前为其代言的
明星备受舆论指责。那么，这样的广告
算不算虚假广告？代言明星该不该承

担责任？
且举例说明。去年，毒胶囊事件曝

光，号称做“良心药”的修正药业陷入
“良心”的拷问，而此前为修正药业代言
的明星们也遭到网友“炮轰”，认为他们
应为自己的不当代言承担责任。这些
明星包括孙红雷、张丰毅、陈建斌、林妙
可、林永健、陈小艺等，其中林永健的经
纪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林永健选择代
言时一直很慎重，要求企业所有证件都
齐全，现在修正药业出事了，林永健其
实“很无辜”。

平心而论，林永健们确实有些无
辜，因为在毒胶囊事件曝光之前，他们
不可能知道修正药业的产品有问题，事
实上全国人民都不知道，连监管部门都
不知道。修正药业“所有证件都齐全”，
意味着所有监管部门都认为修正药业
的产品质量可靠，在此情况下，明星们
为其产品代言，有什么错呢？

类似情况并非个案，而是一种普
遍现象。大多数明星是爱惜自己声誉
的，代言广告是谨慎小心的，并非有
意忽悠消费者，但怎奈他们防不胜
防，经常被蒙蔽。问题企业“所有证
件都齐全”，这不是代言明星的错，而
是监督部门的错，如果要明星为此承
担责任，就相当于要明星为监督部门
的失职承担责任，这无疑是不合理、
不公平的。

因此，对于明星的不当代言，要具
体情况具体分析，该担责的担责，不该
担责的也不要冤枉他们，相关法律条款
需要进一步细化，以防误伤无辜，而不
应粗线条、简单化、一刀切。与此同时，
监管者失职、渎职的责任，更值得认真、
严肃地予以追究。 □浦江潮

最近，国家发改委的一个课题组对
12个省区的调查显示，平均每个地级市
要建约1.5个新城新区，144个地级城市
竟然要建200余个新城新区。

不用借鉴数字支撑，如今任何一个
人只要走出门看看，最能够听到的已不
是植物生长的声音，而是脚手架边城市
拔节而起的声音；最能够感受到的不是
原野的宁静，而是城市摊大饼的排山倒
海之势。

这是一个城市包围农村的时代。
城市在扩张、乡镇在长大，似乎只是在
转眼之间一个又一个的城市新区、宜居
新城、开发园区之类又从农村和原野古
老的沧海桑田中探出头来，而人类施设
的道路、管道、轨道像一条条坚固的锁
链，日复一日地重复缠绕，深深地勒进
了地球母亲的肩膊。

诚然，我们已经走上了不可逆的城
市化道路。但是城市化绝不等同于城
市毫无顾忌地包围农村。

城市化，至少包含两层意思。一是
要“化”起来。所谓“化”起来的反面正
是城市沦为空城、鬼城。城市化要有产
业载体，要实现工业化、信息化、知识
化、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同步协调推进。
城市要有欣欣向荣的产业支撑，城市化
战略是经济发展战略、产业成长战略、
就业增长战略、环境生态战略、农村现
代化战略等的总称。只有建房修路绝
不是城市化，城市化甚至于还包围周边
农村的现代化。圈地建城的衔枚疾进，
很难不滑入建空城、鬼城的渊薮。

城市发展战略绝不是写在应景规

划文本中的空洞猜想。那些急于建新
城甚至于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国家一流
城市的主政者们，不妨认真查一查你所
在的城市有多少空置房。有多少商品
房没有出售，有多少商品房虽已出售
了，但是晚上一片漆黑。在扩建开发区
时也考虑一下有多少写字楼基本人去
楼空，有多少工业园在晒太阳甚至于像
荒漠一样存在。如果一边是老城新城
日渐空心化，一边又大举包围过来，硬
逼着农民拆迁退地，逼着农耕圈无限制
地后撤，这笔账认真算起来，很难说不
是一种双输的尴尬选择。

二是城市化要有节制。城市不能
无止境地消灭农村，城市化的过程也应
是农村脱胎换骨且跃入现代化的过
程。有专家指出，过快的城市化不仅不
能实现城乡同步的现代化，反过来会导
致城市的农村化畸形发展局面。我们
知道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总会有一些城
市群会脱颖而出，但地不分南北、城不
分大小，所有的城市都急于扩张，稍有
点基础的城市就嚷嚷建设国际化大都
市，就连小乡镇也开口闭口建设中等城
市，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144个地
级城市竟然要建200余个新城新区，已
难说不是毫无节制的城市建设竞赛。

革命战争年代需要农村包围城市，
如今，在急切的城市化步履中，我们看
到，权力和资本所率领的建设大军正布
下一个又一个大包围圈，正在把各自近
处远处的农村领地稳稳地收入囊中，已
经很难看到圈占农村包围农村时必要的
审慎和节制。 □严辉文

城市化岂是城市包围农村
个论

据《新京报》报道，首都最堵月即将到来，北京《2013年9月缓解交通拥
堵专项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正式实施。《方案》提出，9 月有9 个重
点拥堵日，这几天各企事业单位可实施弹性工作时间。报道还说，学校新
学年开学、中秋节和国庆节紧邻、商业打折促销活动频繁、探亲访友聚会
旅游出行增加、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各种因素叠加对北京交
通运行造成巨大压力。2010年中秋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晚高峰拥堵指
数就达9.0，全市交通几乎瘫痪。

细看报道，9个重点拥堵日，除新学年开学、教师节和一个不限行工作
日外，另6个拥堵日分别为中秋节前3日（拥堵指数预计8.2），国庆节前3日
（拥堵指数预计一天8.5，另两天7.5左右）。

国庆节全国放长假，很多游客涌进北京，造成拥堵可以理解。因为拥
堵的根本原因是人多路少，大家集中出行，集中使用交通工具，甚至同一时
间使用道路交通，以至交通不堪重负，拥堵在所难免。

可是中秋节为什么会让北京交通几乎瘫痪？答案很简单，一是因为
2011年中秋节是9月12日，往前三四天正好是北京高校开学的时间段内；
二是，全国各地晋京送礼送月饼。第二个原因貌似牵强，还真是个事实，原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曾经讲过那么一句话么：“中秋节前北京
堵车很严重，都是送月饼的。什么时候中秋节前北京不堵车了，我们的政
府可能就好多了。”可见，北京中秋节因送礼造成拥堵由来已久。

“中秋之堵”，表面上看，这是一座城市之堵，实际上是权力之堵，即，通
往权力之路太拥挤，太多的人在这条路上扎堆前进。看看年年创新高的

“国考”报名人数，多么拥挤的景象；通过“国考”上了车，要想有个好座位，
还得用尽办法挤；各地要项目要规划要政策，拼命往京城挤，有关部门或门
庭的门槛都被踩平……在这一路上，仿佛就没有不拥堵的。

送礼送出长龙阵，送礼送得一个偌大的城市发生交通拥堵（估计还可
能送出交通事故来），这真是一个世界奇观！城市的拥堵是权力拥堵的结
果，也是权力拥堵的真实写照。这蕴含着两层意思，一方面，大量的资源包
括人口依附于权力，让“权力城市”无节制地摊大饼，形成长期拥堵；另一方
面，特定时期的权力回馈行为，造成超负荷的拥堵，成为难解之疾。

从这个角度看，治堵某种意义上先治权。倘若权力并非至上，“当官”
不是一种“上选”，别的途径出路多且比当官“吃香”，权力这趟车就不会这
么拥挤。倘若不“跑部”也能“钱进”，不“跑官”也能“升官”，不“跑项目”也
能得“项目”等，“权力城市”至少不会因为送礼送出大拥堵。

说实话，并非大家都喜欢拼了老命去拥挤，拥挤于身于心于财于产都
是一种负累。多数时候是制度让人累，为了减少这些拥挤之累，我们可不
可以改变一下游戏规则，资源分配均衡一点、公平一点，让人变得轻松一
点？ □廖保平

京城一过节为何就那么拥堵

街谈

德国下萨克森州法院27日作出决定，前总统武尔夫涉嫌收受好处及向
朋友提供好处将接受庭审。武尔夫涉嫌受贿的金额为 700 多欧元（约合
5600多元人民币）。

看到这样的报道，我们可能会觉得好笑。2011年12月，媒体揭发武尔
夫在任下萨克森州长一职时，曾接受朋友低息贷款购房，从而牵连出其一
系列收受好处及利用职权“帮朋友”的事件，导致武尔夫在2012年2月辞去
总统职位。可是，后经过调查，能够算得上受贿的仅有700欧元。这在咱们
看来，武尔夫似乎有些“冤”。

能够认定武尔夫受贿的金额不仅小，而且那还是2008年，武尔夫和家
人在参加慕尼黑啤酒节时，由一位担任电影制片人的朋友代付的住宿费。
指控认为之后，武尔夫曾在不同场合向人推荐过这位朋友制作的影片。这
更加有些不可思议。

不说受贿5600元人民币，就是50000元人民币的受贿案，近年来在中国就
很少听说过。给人的印象是，这些年，不仅贪官的胃口越来越大，受贿的数额
越来越高，而且纪检法律部门，所认定的贪污受贿起点也越来越高，区区5600
元人民币，是不会被认定犯罪的。中国的贪官前赴后继，一方面说明他们都

“不好好学习、改造”；另一方面是不是也说明，我们的贪污受贿认定标准有些
失之于宽呢？

还有，武尔夫不过接受了朋友代付的700欧元住宿费，并不是接受现金和
实物，却被认定受贿，对于我们反腐败也是很好启示。按照5600元人民币就被
追责标准，我们每天不知有多少官员搞公款吃喝开支要远高于这个数，甚至一
桌几万元、十几万元的请吃和吃请，官员们都敢吃。官员吃喝一般最多仅认为
是搞不正之风，极少被有罪追究。官员个人和家庭接受旅游等公私招待的也很
普遍，都没有被列入贪污受贿追究。德国人的收入是我们好几倍，我们的贪污
受贿数额认定标准是不是应该更低一些呢？

因为涉案金额不大，有人建议武尔夫接受庭外调解，劝他交一定罚款算
了。但武尔夫不干，坚持要在法院接受审判，因为他自认为没有犯罪。武尔夫
的态度我们姑且不议，但我们应该注意这样一个细节，那就是当媒体报道武尔
夫有受贿行为后，武尔夫就被迫下台，接受司法单位调查。反观我们一些案例，
被举报者官位不仅稳如泰山，而且还有组织出面为其辟谣，跨省抓捕举报者
等。官员遭举报后，首先应该先查一查官员有没有问题，而不是先认定举报不
实。你查都没有查，怎么能够认定人家举报有问题呢？

武尔夫涉嫌受贿的例子告诉我们，反腐败从小抓起，比抓大放小好。
否则“小”的放任自流，“大”的也会越来越多。道高一尺魔高一寸显然不
行，必须魔高一丈。香港公职人员花几百元港币请客都要被追责，是香港
官员清廉度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陈豫川

德总统涉700欧元受贿案受审的启示
街谈


